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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标准合作网络有利于加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标准制定与推广，但对于技术标准化这一动态过程，目前关于标准合作网络与企业技术标准化以及网络嵌入性影响机制的研究均较为缺乏。因此，基于合作网络视角，将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划分为静态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动态的技术标准推广能力、网络嵌入性分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以2001－2020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参与起草相关标准的145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探讨网络嵌入性对企业技术标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推广能力均呈正相关关系，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呈负相关、与推广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过高的网络密度会阻碍技术标准的发展，但却有利于知识在网络中的传播；关系强度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推广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负向调节中心度对技术标准化的影响，且负向调节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的关系，但对网络密度与标准推广能力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企业应加强产学研政合作，在标合作网络建设中注意主动择优选择合作伙伴并把握合适的关系强度，按照自身战略目标和所处环境来选择最优网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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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arbon" goal,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compan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network, this paper takes the enterprises that jointly issued standards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from 2001 to 2020 as samples and adopts the negative binomial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and to stud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strength. Research indicates as follows: Network centrality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of enterprise technical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promotion; Network density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technical standard formulation ability, a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romotion ability;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the ability to formulat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bility of promotion; The relationship strength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centrality on the ability to formulate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negatively regulat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density on the ability to formulate technical standards. However,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promotion a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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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技术标准化能力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1]，谁先拥有技术标准，谁就拥有新兴产业竞争的主动权。为此，我国发布了很多有关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化的政策文件，如《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20年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等均指出要同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标准化的建设，而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标准供给。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不完善，在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需要依赖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各主体联合发布[2]，由此形成了标准合作网络，该网络会加速技术标准制定与推广，而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则影响合作网络的存在与结构，但目前关于标准合作网络与企业技术标准化的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 
首先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多从定性视角探讨技术标准制定过程，鲜少以网络视角探讨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如宋志红等[3]从认知嵌入、结构嵌入、关系嵌入角度探究标准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曾德明等[4-5]以结构洞和中心度代表网络位置探究企业在技术标准制定中的影响力，以网络密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临近性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的关系；邹思明等[6]以关系强度和关系广度探究对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但以上研究并未考虑到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忽视了关系嵌入对结构嵌入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作用，因此关系嵌入如何影响结构嵌入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深入研究。
其次，技术标准化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相关研究仅以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为单一测定指标，但技术标准能否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关键不仅在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还在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标准只有完成推广才能实现其意义[7]。有研究表明，技术标准推广是网络各主体间相互作用、博弈的过程[8]。而目前关于技术标准推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市场、合作网络、政府、标准自身的属性等影响因素，也有部分学者从企业网络视角对合作网络因素研究，如曾德明等[9]、李庆满等[10]认为网络内拥有高权力的企业能够迅速推动技术标准扩散；杨蕙馨等[11]等采用巴斯扩散模型（Bass diffusion model）实证探讨网络中的社会影响因素对标准扩散影响。但上述研究均未探讨网络嵌入性对技术标准推广能力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将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划分为静态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动态的技术标准推广能力，同时分析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层面对企业标准化的影响以及关系嵌入在其中发挥的效应，以揭示网络嵌入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作用机制。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结构嵌入性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结构嵌入是指合作网络中各个主体的结构特征，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其中一维度注重合作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结构，另一维度强调标准制定主体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12]。本研究是探讨企业个体如何在网络中提升自身的标准化能力，因而选择个体网络密度和中心度指标来表示技术标准合作网络的结构嵌入性。
企业在标准合作网络中的位置将决定了获取互补知识的难易程度[4]。衡量企业是否处于整个网络核心地位的重要指标为中心度。首先，较高的中心度代表企业处于网络较为核心的位置，此时企业对外连接程度高，拥有一张获得丰富信息渠道和信息源的情报网[13]，可以将获得的多面信息进行对比，提高复杂信息的准确性。其次，中心度也反映出企业获得的支持程度[14]。中心度高的企业由于本身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可以将众多优秀企业汇集在网络内，且随着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多，彼此联系越为密切，企业可以共享其他网络成员的技术知识，促进对互补性技能的获取。此外，中心度高的企业拥有的权力较大[15]。李庆满等[10]、Wu等[16]认为拥有较高地位的企业有助于技术标准扩散。这类企业可以优先挑选互补技能企业，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传输给其他成员[17]，以此推广本企业标准，扩大企业影响力和控制力。而中心性较低的企业处于网络边缘，信息的滞后和缺失往往使其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状态。在标准合作网络的中心性地位的提升，增加了企业的外部多样化信息、提升了企业支持度并且使企业获得了资源控制优势，这些最终都将促进企业提升技术标准的制定能力与推广能力。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标准合作网络的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呈正向关系；
H1b：标准合作网络的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推广能力呈正向关系。
合作网络中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密集程度称为“网络密度”。成员在网络内相互制衡，为维持网络稳定运行，需整体把握网络内的资源与信息[18]。低密度网络中企业之间交流较少，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由于大多数企业优先考虑采用自己已有的标准而忽略其他起草单位制定的标准，造成企业故步自封导致知识的割裂，不利于标准知识的扩散。而已有研究表明随着网络密度的增大，标准的传播速度就越快【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高密度网络具备闭合系统功能[19]，更容易监督与处理网络中存在的机会主义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风险，因此有利于发展网络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提高网络成员间信息交流的频率，增加准确性信息的获取概率。由此可知，提升标准合作网络密度会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使得标准知识扩散路径效率更高、风险更小、速度更快，进而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标准推广能力。
然而，过于紧密的网络对标准制定能力会产生各种问题。在过于紧密的网络中，企业会花费大量成本来维系现有伙伴成员，难以再去发展、培养新的合作伙伴[20]，减少了多元化信息来源渠道。Granovetter[21]指出高密度网络易形成认知锁定。网络密度会提升知识信息的流动速率，但高密度带来的知识冗余会使知识管理成本提高、知识易趋于同质化[20]，增加了新兴产业内企业产出突破性成果的难度，导致高新技术研发创新宽度逐渐变窄。由此可见，过高的网络密度将会造成知识信息的冗余，企业成员陷入已有网络而得不到多元化的信息与知识。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拥有的技术往往很复杂，需要补充新颖知识和研究资源，因此过高网络密度导致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标准制定能力下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c：标准合作网络的密度与企业标准制定能力呈负向关系；
H1d：标准合作网络的密度与企业标准推广能力呈正向关系。
2.2  关系嵌入性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
关系嵌入性是网络嵌入性的另一个重要的指标，主要描述的是网络中主体之间建立的强、弱关系，学者经常采用沟通次数、关系的维持时间、情感的依附程度等度量。本研究采用关系强度表示关系嵌入性。关系强度是指网络中两个节点间联系的亲密程度。众多学者对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如孙世强等[22]利用小微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弱关系强度抑制、强关系强度促进创新绩效；陈立勇等[23]采用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检验出关系强度与二元式创新呈倒“U”型；潘松挺等[24]认为关系强度对突破式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影响不同。由此可见，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未获得一致结论。而果岩等[25]认为技术标准与创新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关系强度与技术标准化之间具有何等关系？  
在标准合作网络中，关系强度的增加有利于标准知识的扩散[26]。关系强度太弱会导致网络内合作伙伴之间信任度低，容易产生不必要的猜疑和机会主义行为，不利于企业间形成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27]，同时减少了企业之间资源与信息的交流。随着关系强度提升，企业的信任和互惠增强，在交往过程中形成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风险降低，提高了企业合作共赢的期望，且企业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声誉机制。声誉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企业能够积极主动传播相关标准知识，那么在网络中可以获得其他成员的支持和配合，从而促进本企业的研发标准与制定工作；相反，在网络中若有不合作或投机行为，那么就会造成企业的不良声誉，其他合作者可能不会积极对待共同项目，此时对企业形成负面影响。因此在声誉机制作用下，标准合作网络内关系强度越强，企业标准知识传播的动力越大，企业的标准推广能力也就越大。
技术标准合作网络关系强度的提升容易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风险与机会主义的产生，但是，网络成员间过度的强连接一方面会造成过于紧密的网络关系从而阻碍新成员的加入，导致合作伙伴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模式逐渐同化，阻碍企业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另一方面会导致网络内成员之间形成较强依赖性，弱化独立消化外来异质性资源和自主研发的能力；而关系强度太弱，网络内合作伙伴之间相互信任度不高、资源与信息不能够充分交流，此时无疑不利于企业技术标准的制定。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标准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呈倒“U”型关系；
H2b：标准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标准推广能力呈正向关系。
2.3  关系强度在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Granovetter[21]认为弱关系在网络组织内发挥桥的作用，可以获得企业制定技术标准时所需的异质性、多样化信息，避免形成“信息孤岛”，因此，弱关系成为企业新颖知识和最新观点的关键来源。汪紫君等[28]认为技术标准合作网络属于弱关系网络，需要大量的异质性资源和信息。随着伙伴关系之间联系越密切，关系强度逐渐增大，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资源维持目前的合作伙伴，没有机会去增加新的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关系强度越大，成本消耗越多，此时企业反而不能专注于技术的研发，限制了企业拓宽技术领域的机会。陈立勇等[23]也认为合作水平过高，企业会过滤新颖的观点、信息与知识。标准合作网络涵盖技术内容较广泛，涉及的网络成员类别丰富、数量众多，需要积极增加合作伙伴数量、拓宽技术来源渠道、增加异质性信息，才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方向与机会，同时使之成为技术突破的关键，因此当企业在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的关系强度较小时，高中心度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新鲜且非冗余性信息，更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另外，对于企业的标准推广能力来说，企业的中心度较大时，合作伙伴数量多，知识与信息可以进行大范围搜集与推广；但随着关系强度的增大，企业仅限于维护固有关系，弱化了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传递、整合和利用能力，影响了企业的标准推广行为。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在标准合作网络内，企业的关系强度削弱了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性；
H3b：在标准合作网络内，企业的关系强度削弱了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推广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性。
2.4  关系强度在网络密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彭伟等[29]认为在强关系网络中，成员之间拥有较强信任防止了机会主义与违背契约行为的发生，企业更容易获取关键性资源。王丽平等[30]认为网络中企业之间进行深度沟通和合作，有利于实现合作绩效目标。Cohen等[31]认为强关系有利于复杂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传递和共享。因此对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来说，高密度网络中企业之间的合作协调成本降低有利于构建相互信任协调机制，此时企业有更多机会与精力增加与合作伙伴的知识交流，网络主体之间就容易形成紧密、稳定网络关系，实现网络内的隐性知识显性化，使得企业可以更高效推广技术标准。
而对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来说，稀疏网络是一个粗放的网络连接结构，具有开放或放射状特点，可以提高企业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与广泛性，同时降低锁定效应发生，但随着关系强度的增，企业维护关系成本上升，所需必要的消费增多，弱化了稀疏网络获得非冗余性、新鲜、多元化知识的优点。此外，稀疏网络中的企业由于技术外溢获取的知识与信息不断积累，企业可能会陷入信息过载的困境[16]。因此，标准合作网络内的强关系使得稀疏网络所需消费成本上升，最终造成标准制定能力的下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在标准合作网络中，企业关系强度弱化了网络密度与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负相关性；
H4b：在标准合作网络中，企业关系强度强化了网络密度与标准推广能力之间的正相关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行业整体质量水平，采用该行业作为研究数据，探讨合作网络模式下的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由于我国在2001年成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因此研究样本从目前国内最大、收录最完整的标准数据库——《标准数据总库》下载了2001－2020年中国标准分类号为T47（新能源汽车）的140条标准信息，筛选出起草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的标准，剔除没有记录起草单位、起草单位为一个主体的标准数据，最后剩下89条标准信息，并据此来构造新能源汽车的标准合作网络。此外，对89条信息中的起草单位进行修订：首先对名称信息不全或者有误差的主体，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对样本数据进行修正最后剩余188个主体；其次将剩余主体根据标准合作数据以3年为一个时间窗口，构建18个标准合作网络，并将其导入UCINET6软件中之后得到每一年的网络结构数据；最后查阅企业官方和百度百科等网站收集188家主体数据。由于研究焦点为企业，因此删除其中属性为大学、科研院所、工会、社会性组织的主体，剩余145家企业（以下简称“样本”），并通过人工反复检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3.2  变量测度
（1）技术标准制定能力（Tsz）。企业能够成为起草单位，表明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并且能够积极完成各项起草工作，确保制定的标准具有适用性、有效性和先进性，因此，借鉴曾德明等[4]、邹思明等[6]学者用成功参与制定标准的数量来表示标准制定能力，并且为防止大量数据丢失，以研究3年时期内【指代不明、表意不明。考察期间多长？】企业所参与制定标准数总和来测度。  
（2）技术标准推广能力（Tst）。标准在于制定更在于实施，标准被引用过程就是引用主体对标准以及被引用主体的肯定评价。陈云鹏等[32]认为标准被引用的次数就是反映标准推广能力最直接的可计量方法，因此以3年为时间周期【问题同前】的标准的被引用数量之和作为评价企业技术标准推广能力指标。  
（3）网络中心度（Nc）。常用的3个指标为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接近中心度要求网络内全部成员一一相连，而技术标准网络中并非所有成员之间都有直接联系；中介中心度指标表达的是节点作为桥的能力；度数中心度是与该点直接相连的点的总数。因此，最终采用度数中心度作为网络中心度的测度指标，并采用对数处理。
（4）网络密度（Nd）。网络密度反映了企业间的信任度、知识冗余性和扩散程度，对企业获取资源以及处理获取的知识与信息均有所影响，以网络中实际拥有的联系数量与网络中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系数量的比值来测度。具体以每3年滚动一个时期，将2002－2019年共计18个时间窗口的标准合作数据导入软件中，并利用Density命令分析得出。
（5）关系强度（Cd）。以往关系强度以二元变量处理，欠缺考虑合作对象与频次，而企业之间联系的程度与质量会直接影响资源与信息的获取。借鉴陈立勇等[23]的研究方法，以2001－2020年间联合申请标准的企业构造的标准合作网络，采用企业联合制定标准平均次数来表示企业的关系强度。 
（6）企业年龄（Age）。企业成立年限长短通常决定了企业的技术掌握、管理以及资源获取是否存在优势，但同时其发展路径也会固化，妨碍了创新性知识吸收，因此也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标准化能力。计算方式为从企业成立日期到第t年的时间。
（7）企业性质。对于新兴产业来说，国有企业更具资源优势。目前国家大力实行“双碳”节能政策，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标准化能力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节能减碳是国企的重要约束性指标，且国企拥有强大关系网以及大量的国家补贴，因此对于标准制定能力有一定的影响，故以是否国有企业（Ce）来衡量企业性质。此外，还选取是否为上市企业（Le）、是否为中外合资企业（Fe）作为控制变量。 
3.3  模型选择与构建
由于样本企业所涉及的因变量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期望为7.945，方差为237.577）和技术标准推广能力（期望为7.818，方差为463.035）均为非负整数，且方差远远大于均值，相较于泊松回归模型均值与方差相等的要求，选择负二项回归模型能更灵活处理离散数据，同时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拒绝原假设，因此最终选择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式（4）中，二次项以平方的形式标示】
                    （1）
                  （2）
                  （3）
             （4）
                  （5）
 （6）
        （7）
式（1）～（7）中：i表示第i家企业；t表示时间；Xit表示随时间变化并且影响企业技术标准化的各个可观测效应，如企业年龄以及其他企业性质；Tsz、Tst表示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推广能力；Nc为网络中心度；Nd为网络密度、Cd为关系强度、【上文已述，无须赘述】E为【什么】；Cd2为关系强度的二次项；ln Nc×Cd、Nd×Cd分别为网络中心度和关系强度以及网络密度与关系强度的交互项；CV表示控制变量；为【什么】；为【什么】；表示个体虚拟变量；为随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采用Stata16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见表1。技术标准制定能力的均值和标准差表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企业标准制定能力差距较大，其中制定的标准数量最高为154项，最低为1项；而推广能力的均值和标准差则说明企业间的标准知识联系程度不高。从对数中心度和关系强度的均值和标准差来看，合作网络中企业之间的重复合作关系较少，而且标准研发互动较不活跃。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基本不超过0.6且VIF值均在1.0～1.2范围内，说明各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之后进行的回归分析具有可靠性。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推广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732【这个数据在表内已清楚表示，这里重要的是阐述由此数据表明了什么情况】，由于标准制定能力测定的是结合资源与吸收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标准的能力，而推广能力是指为实现本企业目标而将标准扩散、以便扩大企业影响力的能力，二者内在机制不同，有必要分开讨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Tsz
	Tst
	ln Nc
	Nd
	Cd
	Age
	Ce
	Le
	Fe

	Tsz
	1.000
	
	
	
	
	
	
	
	

	Tst
	0.732***
	1.000
	
	
	
	
	
	
	

	ln Nc
	0.306***
	0.294***
	1.000
	
	
	
	
	
	

	Nd
	−0.233***
	−0.241***
	0.134***
	1.000
	
	
	
	
	

	Cd
	0.117***
	0.187***
	0.339***
	0.196***
	1.000
	
	
	
	

	Age
	0.033
	−0.040
	0.062
	−0.121***
	−0.038
	1.000
	
	
	

	Ce
	0.245***
	0.259***
	−0.049
	−0.138***
	−0.011
	0.233***
	1.000
	
	

	Le
	0.056
	−0.017
	0.017
	−0.067
	−0.016
	0.125***
	0.193***
	1.000
	

	Fe
	−0.065
	−0.087*
	0.034
	0.004
	−0.004
	0.067
	−0.217***
	−0.167***
	1.000

	均值
	7.945
	7.818
	2.335
	1.361
	1.365
	13.74
	0.444
	0.154
	0.133

	标准差
	15.414
	21.518
	1.036
	0.791
	0.617
	9.108
	0.497
	0.361
	0.34

	VIF
	
	
	1.15
	1.08
	1.16
	1.09
	1.15
	1.07
	1.09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4.2  假设检验和实证结果讨论 
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中仅放入控制变量，结果表明企业年龄正向影响企业标准制定能力，其余控制变量对企业标准制定能力不显著，而国有企业、中外合资对企业的标准推广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其余控制变量不显著；模型2分别检验了网络中心度和网络密度对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与推广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之间为正向关系，对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来说，网络密度较小，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会越强。由此，H1a、H1b、H1c、H1d得到了支持。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关系强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检验其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和标准推广能力的关系，结果显示关系强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的二次项显著为负，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而关系强度与标准推广能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二者之间为正向关系，因此H2a、H2b得到支持。模型4加入了控制变量、中心度、调节变量以及关系强度与中心度的交互项，考察关系强度对中心度与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标准制定能力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中心度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关系强度负向调节中心度与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关系，而标准推广能力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中心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关系强度负向调节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推广之间的关系，因此H3a、H3b得到支持。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关系强度、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的交互项，考察关系强度对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标准制定能力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与网络密度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关系强度负向调节网络密度与标准制定的关系，H4a得到支持；而企业技术标准推广能力与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H4b未得到支持。

表2  变量的负二项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Tsz
	Tst
	网络中心度
	网络密度
	Tsz
	Tst
	Tsz
	Tst
	Tsz
	Tst

	
	
	
	Tsz
	Tst
	Tsz
	Tst
	
	
	
	
	
	

	Age
	0.074***
	0.013
	0.056***
	0.006
	0.067***
	0.017
	0.086***
	0.027*
	0.066***
	0.011
	0.074***
	0.031**

	
	(0.010)
	(0.012)
	(0.011)
	(0.012)
	(0.009)
	(0.013)
	(0.010)
	(0.014)
	(0.013)
	(0.013)
	(0.009)
	(0.016)

	Ce
	0.002
	−0.380*
	−0.010
	−0.413**
	0.002
	−0.330
	−0.043
	−0.425**
	−0.028
	−0.416**
	−0.024
	−0.354

	
	(0.154)
	(0.213)
	(0.153)
	(0.211)
	(0.154)
	(0.212)
	(0.154)
	(0.215)
	(0.153)
	(0.212)
	(0.155)
	(0.216)

	Le
	−0.114
	−0.158
	−0.119
	0.061
	−0.160
	−0.061
	−0.142
	−0.114
	−0.117
	0.119
	−0.257
	−0.033

	
	(0.186)
	(0.236)
	(0.184)
	(0.232)
	(0.186)
	(0.242)
	(0.182)
	(0.239)
	(0.182)
	(0.236)
	(0.183)
	(0.246)

	Fe
	0.260
	0.652**
	0.200
	0.736**
	0.178
	0.695**
	0.149
	0.611**
	0.115
	0.648**
	0.078
	0.658**

	
	(0.238)
	(0.294)
	(0.234)
	(0.304)
	(0.235)
	(0.298)
	(0.237)
	(0.291)
	(0.238)
	(0.297)
	(0.235)
	(0.296)

	ln Nc
	
	
	0.143***
	0.349***
	
	
	
	
	0.130**
	0.371***
	
	

	
	
	
	(0.046)
	(0.064)
	
	
	
	
	(0.058)
	(0.077)
	
	

	Nd
	
	
	
	
	−0.241***
	0.308***
	
	
	
	
	−0.341***
	0.231**

	
	
	
	
	
	(0.061)
	(0.106)
	
	
	
	
	(0.067)
	(0.115)

	Cd
	
	
	
	
	
	
	0.937***
	0.566***
	0.207***
	0.424***
	0.344***
	0.597***

	
	
	
	
	
	
	
	(0.285)
	(0.104)
	(0.069)
	(0.110)
	(0.064)
	(0.120)

	Cd2
	
	
	
	
	
	
	−0.152**
	
	
	
	
	

	
	
	
	
	
	
	
	(0.064)
	
	
	
	
	

	ln Nc×Cd
	
	
	
	
	
	
	
	
	−0.127**
	−0.324***
	
	

	
	
	
	
	
	
	
	
	
	(0.056)
	(0.100)
	
	

	Nd×Cd
	
	
	
	
	
	
	
	
	
	
	0.200***
	0.089

	
	
	
	
	
	
	
	
	
	
	
	(0.055)
	(0.106)

	_cons
	1.169***
	0.202
	1.011***
	−0.595**
	1.656***
	−0.276
	0.115
	−0.717**
	0.767***
	−1.199***
	1.350***
	−1.154***

	
	(0.207)
	(0.222)
	(0.215)
	(0.271)
	(0.233)
	(0.286)
	(0.351)
	(0.293)
	(0.241)
	(0.318)
	(0.259)
	(0.364)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什么】。

4.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首先在原模型基础上加入时间控制变量，构造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以上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与原模型结果保持一致；其次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得到非国有企业的实证结果与原假设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而国有企业结果中关系强度与网络密度交互项系数显著，表明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标准合作网络中关系强度的增大促进了企业间知识与信息交流，且网络整体密度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较为均匀，企业间知识与信息传播受到的阻碍较小，所以关系强度在网络密度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之间作用显著。
5  结论和启示
通过利用样本企业的相关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在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网络密度、关系强度对技术标准化的影响以及关系强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网络中心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标准推广能力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网络中心度有益于防止锁定效应，拓展资源交流渠道，提高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2）网络密度对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有负向作用，对推广能力有正向影响。过高的网络密度会造成企业获得冗余性信息，使得创新水平下降，阻碍技术标准的发展，因此当企业处于稀疏网络中，弱伙伴关系对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更有利；但是对于推广标准来说，网络密度越大，越有利于知识在网络中的传播。（3）关系强度与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之间具有倒“U”型关系，与标准推广能力之间具有正向关系，说明关系强度太大或太小都不利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的提高；但关系强度越大，越有利于网络内资源的相互流通，提升企业的技术标准推广能力。（4）关系强度对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化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当标准合作网络中企业之间随着关系强度增大，网络中心度与企业标准化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弱化；而相比于关系强度的影响，企业合作伙伴数量对于技术标准推广能力更有利。（5）关系强度在网络密度与企业技术标准制定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对于标准推广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成立，原因可能是在稀疏网络中关系强度增大促进了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流，提升了推广能力，但随着关系的强度增大也可能导致网络中的整体密度稀疏而局部关系密切，资源被少数企业所占据就会造成知识传播路径的阻塞，降低标准推广能力；或者是目前新能源汽车标准的被引用量跨度很大，其中很多标准被引用量为0次，造成样本量缺失。
根据研究结论得到的实践启示如下：企业应积极构建合作网络，加强与相关标准起草单位之间的合作交流，努力提升标准制定与推广能力。如今，随着高新技术产业核心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及涉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参与合作研发网络进行技术升级是企业提升技术标准化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首先，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环境，企业不能专注于“闭门造车”，要实行“走出去”战略，在技术标准合作网络中接触、汲取广泛异质性知识，因此，企业应多结交合作伙伴，比如加强产学研政合作。其次，企业应关注合作研发网络的密度情况以及合作关系强度，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因过大网络密度造成信息重复、沟通成本上升的负面效应，要主动择优选择合作伙伴、精简网络，使网络密度处于较低值，优化合作网络格局；同时企业间关系强度不可处于极端值，要调整企业对外交往策略，把握合适的关系强度。在标准推广过程中，要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提高网络密度和成员间的关系强度，让信息得到快速、准确传递。再次，企业在不同网络中要合理把握关系强度。当刚进入网络时，处于边缘位置，在网络中的支持度与信任度非常低，此时要选择几个固定合作伙伴提高合作强度，从而迅速获得有效资源；当进入核心位置时，随着合作伙伴数量增多，此时可以进行优选，并且要选择低合作强度，以便获得非冗余性信息，谋求最大的优势资源和扩大标准信息传播渠道。如果当企业面临稀疏网络时，由于网络中存在大量异质性资源，此时不应一味地寻求合作，而是要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利用与消化这些资源；当企业面临紧密网络时，要与合作伙伴加强联系、提高合作强度，谨防“脚踏两只船”的企业，提高合作伙伴的信心。总而言之，企业应在掌握各类网络规则前提下，按照其战略目标和所处环境来选择最优网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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